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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公园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实践，其生态系统健康的科学评估是国家公园分区管理、空间管制、生态保护的

基础。 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具有特殊性和复合性，区别于城市、流域、湿地等生态系统，亟需建立一套适合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生

态系统健康测度模型。 基于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特殊性和生态系统健康概念的多维性，探讨了现有模型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从
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交互的视角，建立了“ＶＳＲ”（生态活力 Ｖｉｇｏｒ、服务能力 Ｓｅｒｖｉｃｅ、抗干扰力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

康测度模型。 此外，将“ＶＳＲ”模型应用到黄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的测度中，可视化了黄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的时空过

程和格局，通过随机森林回归模型和增强回归树模型验证了“ＶＳＲ”模型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ＶＳＲ”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测

度模型有效量化了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的时空差异性和时空动态性，为国家公园空间管制、生态保护等目标实施提供了科学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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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 Ｔｈｅ ＶＳ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ｈｅａｌｔｈ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ｈｅａｌｔｈ；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Ｖｉｇｏ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自美国设立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以来，历经百余年发展，国家公园从早期保护为主、辅以游

憩的观念转变为兼具生态保护、科研研究、环境教育、游憩、社区发展等多功能融合的人地关系新范式［１—２］。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中国已经正式设立 ５ 个国家公园。 中国国家公园的发展历程历经方案提出、实践试点到正式

设立，国家公园的生态、经济、文化价值不断凸显［３］。 建立国家公园的核心目的是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

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屏障。 与此同时，国家公园核心目的的实现面临多重困难和挑

战，国家公园如何处理发展与保护的辩证关系，如何扭转居民生计与生态质量的矛盾关系，如何解决跨区域间

的发展非均衡现象，如何科学管理和监测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变化等等。 以上种种，皆充分突出国家公园

存在较为复杂的人地关系，同时也表明国家公园建设核心目的的顺利实现是化解上述种种困难和挑战的关键

所在。 因此，为确保国家公园核心目的得以顺利实现［４］，强化其生态系统的研究势在必行。
作为一种新型的自然保护地类型，国家公园存在特殊性。 从人类活动来看，人多地少是中国最为典型的

人地矛盾关系，绝大部分的自然保护地均有人类活动。 中国的国家公园内往往存在多种不同类型的人类活

动［１—３］，导致中国在国家公园建设中不可能采用“画地为牢”的孤岛式保护模式［４］。 国家公园建设中不像美

国［５］、加拿大［６］等国家可以实施完全的自然状态，中国必须考虑本地社区居民生计等关键性人地关系问

题［７］；从生态系统来看，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具有独特性，主要表现在：（１）国家公园生态系统与城市、森林等生

态系统相比，其是更加具有中国代表意义的自然生态系统（国家公园设立的原则）。 这突出国家公园生态系

统在功能方面的典型性，具体表现在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原真性、生物物种和自然景观的独特性等。
在此基础上，国家公园生态系统不仅为人类提供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同时也具有保持内部自身信息传递、
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的自然功能；（２）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更加脆弱和敏感，中国国家公园内部往往存在多种

复杂的人类活动干扰，其生态系统的状态容易受到诸如火灾、涝灾、水土流失、生物入侵等一系列不同程度和

类型的风险影响，保证这些复杂的扰动在合理的阈值范围内是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发生剧烈不可逆的潜在风

险变化的有效预防，也是提升其抗干扰能力的重要举措；（３）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往往随时间处于不断变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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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生态系统的要素、结构和功能具有明显的时间特征和差异，在不同时段表现出不同状态，关注其长时间变

化过程是了解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演进的关键，也是国家公园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相互互动、交流、权衡过程波

动性的体现。 国家公园作为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理念的重大实践，其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直

接关系到国家公园管理理念的实现与人民福祉的提升。
生态系统健康研究由来已久，其概念［８］、内涵、测度以及与城镇化［９］、交通［１０］、气候变化［１１］、土地利用［１２］

等相关关系的研究受到广泛关注。 目前一般认为，生态系统健康是指生态系统自我维持与发展的综合特性，
表征为生态系统所具有的活力、稳定性和自我调节能力。 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城市群［１０］、城市［１３］、乡村［１４］、农
业［１５］、湿地［１６］、流域［１７］、湖泊［１８］、海洋［１９］、草原［２０］等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健康测度与评估，并将生态系统健

康的科学测度视为提升人类福祉［２１］、化解人地矛盾［２２］、保持生态系统稳定［２３］ 的重要基础支撑。 在自然保护

地方面，已有相关研究涉及到自然保护地的类型和尺度探析，例如云南苍山洱海自然保护区［２４］、甘肃安西自

然保护区［２５］、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２６］、黑龙江洪河自然保护区［２７］ 等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健康得到关注，但
作为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主体———国家公园，其生态系统健康测度的案例分析有待进一步完善，尤其是相关测

度模型的科学性、适用性等缺少全面审视，因此，有必要开展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测度模型的理论探讨和

实证验证。 本文在回顾有关生态系统健康、国家公园以及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适用于国

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评估的测算模型体系，并且通过实证案例分析验证模型的科学性，以期为国家公园生态

系统健康的科学测算提供参考。

１　 生态系统健康评估现状与测度模型构建

１．１　 生态系统健康评估现状

目前，学者从不同视阈构建和实证了多种生态系统健康测度模型。 总体上，大致可以分为物种指示法和

指标体系法等［２８］。 物种指示法采用特定群落的结构与功能等指标来监测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 该种方法多

应用于湖泊、流域、海洋、森林等生态系统，它的优势在于能较为直观地反映出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但其更适

用于单一类型的自然生态系统，难以对多物种、多结构、受人类活动影响的生态系统健康进行有效识别。 指标

体系法包括 ＶＯＲ（Ｖｉｇｏｒ 活力，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组织，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弹性）模型法［２９］、ＰＳ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压力，Ｓｔａｔｅ 状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响应）模型法［３０］、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模糊综合评判模型［３１］、健康距离法［３２］ 等方法，该类型

方法主要采用多项指示代理变量从不同角度表征生态系统健康程度，能够实现针对多物种、多功能、复杂性的

生态系统健康程度的测度。 表 １ 汇总了现有生态系统健康的主要测度模型方法。 其中，ＶＯＲ 模型和 ＰＳＲ 模

型得到推崇，应用最为广泛。 ＶＯＲ 模型不仅考虑了生态系统自身的结构与功能，还考虑了其抵御干扰、维持

稳定的能力，符合生态系统健康的概念内涵；ＰＳＲ 模型得益于其创设之初三种要素之间较为清晰、完整、逻辑

性强的特征，在生态系统健康评估中广泛使用，既表现了生态环境质量，也反映了人类活动的威胁和措施。 相

比于物种指示法，指标体系法对数据收集的要求相对更低，适用的生态系统类型也更广。
在生态系统健康的实证研究中，学者广泛关注到其存在的尺度效应和类型效应。 一方面，生态系统健康

伴随着尺度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空间差异，相关研究讨论了全球［４０］、国家［４１］、区域［４２］、城市［４３］等不同尺度。
另一方面，生态系统健康存在因系统类型的差异导致其在时空变化、驱动因素、作用机理等方面的不同，相关

研究涉及到湿地［１６］、流域［１７］、草原［２０］等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 当前，生态系统健康的相关研究取得积极进

展，然而仍有待完善之处，主要表现在：（１）在研究视角方面，多数生态系统健康的研究主要从“生物生态学”
或“生态经济学”视角出发，割裂了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密切交互的事实；（２）在研究方法方面，定量评估模型

主要为物种指示法和指标体系法，两种方法存在适用的局限性、比较的障碍性、模型的针对性等问题，导致评估

结果差异较大；（３）在研究内容方面，生态系统健康的尺度效应和类型效应需要持续深入，尤其是针对国家公园

新型人地关系模式的研究。 因此，创新和构建多层次、多尺度、多类型的生态系统健康测度模型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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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生态系统健康测度方法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ｈｅａｌｔｈ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测度方法
Ｍｅｔｈｏｄｓ

指标模型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ｍｏｄｅｌｓ

核心要素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案例地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作者
Ａｕｔｈｏｒｓ

物种指示法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ｍｅｔｈｏｄ

物种指示法 ①结构指标：生态系统各组成部分间的相互
联系；
②功能指标：生态系统的整体活动情况。

粤港澳大湾区鹤山
森林生态系统；

汪雁佳等［３３］

新西兰 Ｍｏｔｕｅｋａ 与
Ｍａｎｇａｏｋｅｗａ
流域

Ｙｏｕｎｇ 和 Ｃｏｌｌｉｅｒ［３４］

指标体系法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ｅｔｈｏｄ

ＶＯＲ 模型 ①活力（Ｖ）指标：系统的初级生产力或新陈代
谢情况；

意大利泻湖； Ｍｉｓｔｒｉ 等［３５］

②组织（Ｏ）指标：系统的多样性和连通性；
③弹性（Ｒ）指标：系统抵御损害或从中恢复的
能力。

广州城市生态
系统

郭秀锐等［３６］

ＰＳＲ 模型 ①压力（Ｐ）指标：对生态系统健康产生威胁的
外在因素；
②状态（Ｓ）指标：生态系统当前的状态；

印度恒河下游； Ｄａｓ 等［３７］

③响应（Ｒ）指标：生态系统面临压力时所能采
取的应对措施。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

卢应爽等［３０］

其他复合指标体系：层
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
法、模糊综合评判模
型、健康距离法

构建包含经济和资源环境维度的指标体系，综
合表征区域生态系统健康的发展水平和协
调度

黄土丘陵区； 刘国彬等［３８］

长江中下游城
市群；

陈万旭等［９］

美国旧金山地区 Ｂｒｅａｕｘ 等［３９］

１．２　 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测度模型建模路径

承上所述，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具有特殊性，其生态系统健康的测度相较于其他生态系统也具有独特性。
因此，构建一套符合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特点的生态系统健康测度模型是现实所需，亦是理论创新。 国家公园

生态系统健康已经成为公园管理目标［４４］。 回顾有关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的研究，在指标体系法中，Ｏｈ 等

选择 １３ 个指标构建了韩国国家公园的生态系统健康评估模型［４５］；Ｓｈｕ 等利用活力⁃组织⁃弹性（ＶＯＲ）模型构

建了神农架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４６］。 在物种指示法中，蓝藻毒素［４７］、森林植被［４８］、蝴蝶物

种［４９］、水生鸟类疾病和死亡率［５０］等在墨西哥国家公园、孟加拉国和印度国家公园、巴厘岛国家公园的生态系

统健康评估中得到了应用，单一物种或多物种的方案均有涉及。 此外，也有学者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的

测度体系进行了优化和完善，在现有指标侧重濒危物种、生态系统干扰、多样性、水质、生境破碎化等的基础上

提出考虑海洋生态评估、政策变化和时间波动的指标系统［５１］。 尽管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的研究已有涉及，
但是多数研究未能有效体现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独特性特点，以及并未对测度模型科学性进行详细探究和理

论思辨。 为实现物种指示法和指标体系法的优势互补，有必要将二者结合起来，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公

园生态系统健康测度模型。 主要路径如下：
（１）建模思路

针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特点，立足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交互的视角，将物种指示法和指标体系法结合

起来。 从指征生态系统健康的“生态活力（生态系统本身的活力，内在的生物学属性指标）、服务能力（生态系

统服务人类，外显的健康状态测度指标）和抗干扰力（生态系统抵御外来干扰、维持稳定的能力，内外结合的

健康状态测度指标）”三维角度，构建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测度指标体系 ＶＳＲ（Ｖｉｇｏ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模
型。 该思路突破传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 ＶＯＲ 模型与 ＰＳＲ 模型，将生态“服务能力”纳入测度体系，内外结

合，能较全面、客观、有效评估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及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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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测度指标系统

围绕测度模型建模思路，按照指标选择的三原则：针对性、可行性、系统性。 其中，针对性主要考虑到生态

系统健康评估和国家公园的特殊性，一方面，本研究不同于生态安全、生态风险问题的评估，另一方面，国家公

园生态系统区别于城市、湿地、土地等生态系统。 本文中针对性具体体现在国家公园的独特物种、特定风险、
特有农林产品等。 可行性主要考虑到构建指标系统代理变量选择的可操作、可比较、可量化，具体体现在各项

指标的时间性、空间性、统计性等方面。 系统性主要考虑相关代理变量的层次性、区分度、相关性等，避免产生

各项系统内部和外部的内生现象，具体体现在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的不同维度指标，促使维度划分更加契

合生态系统健康的内涵。
具体来讲：（１）在相关研究中，生态活力多数通过植被生长状态来表征，主要采用诸如 ＮＤＶＩ（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ＦＶＣ（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ＮＰＰ（Ｎｅ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ＥＶＩ（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等［５２］。 如果同时使用，则存在高度的内生性，会降低模型的系统性和稳定性，因此，本文选

择常用且具有代表性的 ＮＰＰ 指标作为生态活力的代理变量，内化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的生物学属性指标，
ＮＰＰ 的计算主要通过获取相关 ＮＰＰ 数据集来进行量化，在案例分析中采用极差标准化方式对研究期内的

ＮＰＰ 指标进行标准化。 （２）服务能力是从人地互动的生态经济学视角衡量外显的生态系统健康状况。 生态

系统为人类社会所提供的福祉价值主要表现在供给、调节、文化等方面［５３—５４］。 但由于国家公园受到人类影响

的强度弱于城市、农田等生态系统，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更多体现在调节方面。 为此，本文选择碳汇量、土壤

保持、水源涵养、生境质量、旅游收入和农林产品作为国家公园的典型生态系统服务，表征外显的健康状态测

度指标，其中碳汇量、土壤保持、水源涵养、生境质量主要使用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进行计算，相关具体计算方法参考

文献［５５］。 旅游收入和农林产品主要通过相关统计年鉴、统计公报、田野调查等收集获得。 各项服务能力指标

均采用极差标准化后，利用熵权法获取权重，进行加权求和获得总服务能力。 （３）生态系统保持健康最为显

化的特征是对抗风险和维持内部稳定，即抗干扰力的强弱。 在构建模型中主要从反向风险发生程度来衡量生

态系统健康的抗干扰能力大小。 以生态系统的防火、防旱等功能变化指征生态系统抗干扰力，主要选择火灾

风险和涝灾风险等作为二级指标，参考相关研究［５６］，火灾风险采用人类活动强度和干燥度指数表征，涝灾风

险采用坡度、年降雨量和降雨侵蚀力表征。 计算方式如下：火灾风险通过干燥度指数和人类活动强度相乘表

征；涝灾风险通过年降雨量、坡度、降雨侵蚀力三者相乘获得。 然后在此基础上对火灾风险和涝灾风险进行标

准化处理，最后以二者的均值大小衡量区域抗干扰力程度。
（３）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测度指标体系

根据上文分析，从生态活力、服务能力、抗干扰力三个维度构建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指标体系，具体指

标及含义见下表 ２。

表 ２　 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ＶＳＲ”测度模型

Ｔａｂｌｅ 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ｈｅａｌｔｈ “ＶＳ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目标
Ｔａｒｇｅｔ

维度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代理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指标视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生态系统健康 生态活力 植被净初级生产力 内在的生物学属性指标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ｈｅａｌｔｈ 服务能力 碳汇量 外显的健康状态测度指标

土壤保持 外显的健康状态测度指标

水源涵养 外显的健康状态测度指标

生境质量 外显的健康状态测度指标

旅游收入 外显的健康状态测度指标

农林产品 外显的健康状态测度指标

抗干扰力 火灾风险 内外结合的健康状态测度指标

涝灾风险 内外结合的健康状态测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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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测度 ＶＳＲ 模型

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测度“ＶＳＲ”模型包含生态活力、服务能力和抗干扰力。 生态活力采用 ＮＰＰ 进行

表征；服务能力通过碳汇量、土壤保持、水源涵养、生境质量、旅游收入和农林产品表征；抗干扰力通过火灾风

险和涝灾风险表征。 计算公式如下：

ＥＨ ＝ （Ｖ × Ｓ × Ｒ）
１
３ （１）

式中，ＥＨ 指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指数，Ｖ、Ｓ、Ｒ 分别代表生态活力、服务能力和抗干扰力水平。

２　 案例实证

２．１　 研究区概况

黄山国家公园创建区由黄山风景区、九龙峰自然保护区、五溪山自然保护区、天湖自然保护区及汤口镇山

岔村等连接区域构成，总面积 ３３０．３ｋｍ２。 黄山国家公园毗邻区以与创建区内行政村直接所属的乡镇为边界

划定范围，共涵盖 ９ 个乡镇，包括黄山区的汤口镇、耿城镇、谭家桥镇、焦村镇和三口镇；黟县的宏潭乡、洪星乡

和宏村镇；徽州区的富溪乡，除去黄山国家公园创建区外的范围，面积约 ８８２．９２ｋｍ２。 考虑加入毗邻区的主要

原因在于：创建区和毗邻区功能定位不同，创建区主要为旅游活动、生态环境保护、环境教育等提供支撑，毗邻

区主要为创建区各种活动开展提供配套，是创建区的缓冲区，该区域土地利用强度较高、人类活动较为密集，
且与创建区关联密切。 本文将创建区和毗邻区简称为黄山国家公园。 研究区位如下图 １。

图 １　 黄山国家公园区位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２．２　 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涉及自然地理数据，包括土地利用数据、气象数据、高程数据、土壤数据、植被覆盖，经济社会数

据和 ＰＯＩ（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数据集。 数据来源具体见表 ３。
２．３　 分析方法

（１）黄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测度“ＶＳＲ”模型的数据处理

文章在构建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测度模型中介绍了生态活力、服务能力、抗干扰力的具体指标和计算

方法。 文章主要对相关数据集进行如下处理：首先，针对栅格数据，文章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将所有数据集的分

辨率统一为 ５００ｍ。 其次，针对统计数据和 ＰＯＩ 数据，文章通过农作物产量与土地利用类型的匹配来空间化农

林产品指标，通过 ＰＯＩ 的密度来表征人类活动强度，以及以餐饮、风景名胜、酒店住宿等与旅游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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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Ｉ 类型为权重基础，空间化旅游收入指标。 最后，得到生态活力、服务能力、抗干扰力的基础上，采用栅格计

算器获得最终的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水平。

表 ３　 数据来源

Ｔａｂｌｅ ３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ｓ

数据 Ｄａｔａ 描述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

气象数据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ｄａｔａ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２０ 年黄山国家公园年平均气
温、年降水量、年蒸发量，分辨率为 １０００ｍ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ｅｓｄｃ．ｃｎ）；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ｔｐｄｃ．ａｃ．ｃｎ ／ ｚｈ⁃ｈａｎｓ ／ ）

土地利用数据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ｄａｔａ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２０ 年黄山国家公园土地利用
类型，分辨率为 ３０ｍ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ｅｓｄｃ．ｃｎ）

高程数据
ＤＥＭ ｄａｔａ 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数据，空间分辨率为 ３０ｍ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地理空间数据云系

统（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ｃｌｏｕｄ．ｃｎ）

土壤数据
Ｓｏｉｌ ｄａｔａ 土壤深度等，分辨率为 １０００ｍ

世界土壤数据库（ＨＷＳＤ）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ｓｏｉｌｓ⁃
ｐｏｒｔａｌ ／ ｓｏｉｌ⁃ｓｕｒｖｅｙ ／ ｓｏｉｌ⁃ｍａｐｓ⁃ａｎｄ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ｅｄ⁃
ｗｏｒｌｄ⁃ｓｏｉｌ⁃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ｖ１２ ／ ｅｎ ／ ）

植被数据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２０ 年植物净初级生产力
（ＮＰＰ），分辨率为 １０００ｍ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ｅｓｄｃ．ｃｎ ／ ＤａｔａＬｉｓｔ．ａｓｐｘ）

社会经济数据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ａｔａ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２０ 年人口密度空间分布数
据，分辨率为 １０００ｍ；相关统计数据（旅游收入、农
作物产量）

ＷｏｒｌｄＰｏｐ 网 站 中 国 人 口 密 度 空 间 栅 格 数 据 集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ｐｏｐ．ｏｒｇ ／ ）；统计年鉴、统计公报

空间数据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ａｔａ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２０ 年 ＰＯＩ 数据集、黄山国家
公园矢量地图

Ｂｉｇｅｍａｐ、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 ＤａｔａＬｉｓｔ．ａｓｐｘ）

　 　 ＤＥＭ：数字高程模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ＮＰＰ：植物净初级生产力 Ｎｅ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ＰＯＩ：兴趣点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２）随机森林回归模型（Ｒａｎｄｏｍ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ＲＦ）
随机森林回归模型是一种包含多个决策树分类器的机器学习方法，由 Ｂｒｅｉｍａｎ 在 ２００１ 年提出［５７］。 该模

型利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抽样方法，从原始样本中抽取多个样本，对每个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样本进行决策树建模，然后将这些

决策树组合起来，通过投票得分规则获得最终结果，在数据分类、样本回归、模型预测等方面具有高度的准确

性和有效性，并且受到异常值和噪声的影响较小。 其已经被广泛地用于经济管理学［５８］、生态学［５９］、地理

学［６０］等研究中。 变量重要性在随机森林回归中通过均方误差增加量（ ｌｎｃ ＭＳＥ 值）的大小进行衡量，本文利

用随机森林回归模型刻画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各项驱动因子的重要程度。
（３）增强回归树模型（Ｂｏｏｓｔ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ｒｅｅｓ， ＢＲＴ）
增强回归树模型（Ｂｏｏｓｔ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ｒｅｅｓ， ＢＲＴ）是由 Ｅｌｉｔｈ 在 ２００８ 年提出的［６１］，主要用于生态学统计模

型中的解释和预测，对某些典型特征如非线性的变量和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很好的解释和预测能力。 ＢＲＴ
是一种拟合统计模型，与传统的拟合模型有很大不同，其将回归树（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ｒｅｅ）和增长（ｂｏｏｓｔｉｎｇ）两种方法

结合起来。 其主要优势在于能够适应缺失值、异常值、噪声点的影响，能够拟合复杂非线性关系，并能自动处

理预测因子之间的相互影响。 ＢＲＴ 拟合多个树的过程，能最大程度地弥补单一树模型预测能力弱的缺点，比
大多传统模型方法有更强的预测能力。 ＢＲＴ 模型在生态统计［６２］、空间分析［６３］、灾害评估［６４］ 等方面得到了较

为广泛的应用，其适用性逐步得到证实。 本文利用 ＢＲＴ 模型计算各驱动因子对生态系统健康差异的贡献度，
刻画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各项驱动因子的重要程度。

３　 实证结果

３．１　 黄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Ｖ”“Ｓ”“Ｒ”的时空分布

根据前文构建的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测度模型，分别计算生态活力、服务能力、抗干扰力，并对结果进

行可视化得到下图 ２。 结果显示，在构建的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评估体系中，生态活力、服务能力、抗干扰

力存在显著的时空差异，表现出创建区优于毗邻区的分布特征。 黄山国家公园创建区和毗邻区在功能定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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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显著差异，创建区内部是重要的生态保护源，区域内部物种多样性、结构完整性、人类干扰性程度显著区

别于毗邻区，尤其是自然植被的覆盖度和完整度，促使创建区生态系统健康各子系统水平优于毗邻区。 毗邻

区作为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密集开展的区域，在物种丰度、土地覆盖、社会功能等方面存在自身特点，例如毗邻

区缺少创建区的地理与森林垂直带谱，该区域土地开发强度较高，社会生产任务较重，旅游开发力度较大，这
些促使毗邻区的生态系统健康各子系统水平弱于创建区。

图 ２　 黄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Ｖ”“Ｓ”“Ｒ”的时空分布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Ｓ”“Ｒ”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

Ｖ： 生态活力； Ｓ： 服务能力； Ｒ： 抗干扰力水平

具体来讲，在空间上，黄山国家公园生态活力整体为中间高、周围低的特征，高值区域出现在黄山国家公

园的创建区，低值区域出现黄山国家公园的毗邻区，如宏村镇、耿城镇、三口镇等地区；在时间上，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２０ 年生态活力均值分别为 ０．６４７、０．７０６ 和 ０．６４４，表现为升高降低的倒 Ｕ 型特征，但整体变化幅

度不大。 黄山国家公园服务能力在空间布局与生态活力较为相似，也存在中心—外围结构，高值区域出现在

内部（创建区），低值区域出现在外围（毗邻区）；在时间变化上，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２０ 年服务能力均值分别

为 ０．４３３、０．４７８ 和 ０．５４３，呈现逐步增加趋势。 经过计算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２０ 年黄山国家公园抗干扰力均

值分别为 ０．８７７、０．８７６、０．８８８，整体稳定，在空间上表现为中间低，四周高的特征。 这也是山岳型黄山国家公园

典型地理与森林垂直带谱生态系统的表现。
３．２　 黄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的时空演化格局

依据本文构建的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测度模型“ＶＳＲ”模型，计算得到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黄山国家公园生

态系统健康水平，统计和可视化得到下图 ３ 和表 ４。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２０ 年黄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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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分别为 ０．６２２、０．６６２ 和 ０．６７４。 即在整个研究期内，黄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呈现上升趋势。 从极值

角度来看，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黄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的极值处于波动上升状态，最小值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０．２９７ 增

长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０．３２８，最大值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０．７２８ 增长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０．８００。 近年来，黄山国家公园在生态保护、
景区管理、环境教育、社区增权、科学防护等方面做出积极进展，形成“垃圾下山”的三废管理，“迎客松保护”
的生态治理，“封闭轮休”的制度安排，“社区参与”的增权增收等措施。 有效的制度和管理促使黄山国家公园

生态系统健康稳中求进，呈现上升趋势。

图 ３　 黄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的时空分布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表 ４　 黄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的描述性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４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年份 Ｙｅａｒ 最小值 Ｍｉｎｉｍｕｍ 最大值 Ｍａｘｉｍｕｍ 均值 Ｍｅａｎ

２０１０ ０．２９７ ０．７２８ ０．６２２

２０１５ ０．３９０ ０．８０４ ０．６６２

２０２０ ０．３２８ ０．８００ ０．６７４

在时空格局变化中（图 ３），研究期内，黄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的空间布局较为稳定，高值区出现在创

建区，低值区出现在创建区内海拔较高区域和毗邻区，呈现与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密切联系的依赖关系，也是

山岳型黄山国家公园典型地理与森林垂直带谱生态系统的体现。 具体来讲，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人类活动密集的

区域生态系统健康水平处于较低水平，如汤口镇、宏村镇、耿城镇、谭家桥镇等；海拔较高区域由于自然环境条

件，在植被类型、地形地貌、温度降水等方面有别于低海拔区域，相对于低海拔区域，其生态系统健康处于较低

水平。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创建区还是毗邻区，生态系统健康水平皆趋向良好发展。
３．３　 模型检验与对比

本文通过随机森林回归模型和增强回归树模型验证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测度模型“ＶＳＲ”模型的有效

性和稳定性。 为了全面对比分析，本文首先通过 ＯＬＳ 回归方法得到每个年份各驱动因子的系数，见下表 ５，涝
灾风险（抗干扰力）、水源涵养（服务能力）、ＮＰＰ（生态活力）的驱动程度位居前三。 然后，通过 Ｒｓｔｕｄｉｏ 平台编

写随机森林回归模型和增强回归树模型，相关参数设置原则参考文献［６３—６４］。 经过多次迭代，得到黄山国家公

园生态系统健康各驱动因子的重要性和贡献度（图 ４）。
随机森林回归结果显示，黄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的各项驱动因子重要性存在年际变化，在整个研究

期内，涝灾风险（抗干扰力）、水源涵养（服务能力）、ＮＰＰ（生态活力）对生态系统健康起到主导作用，其他相关

驱动因子在各个时期的重要程度存在一定差异性。 同时，增强回归树结果显示，各项驱动因子的贡献度较为

稳定，整体变化不大，呈现以涝灾风险（抗干扰力）、ＮＰＰ（生态活力）、水源涵养（服务能力）等为主导的状态。
结合 ＯＬＳ 回归模型、随机森林回归模型和增强回归树模型关于黄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各项驱动因子影

响程度的结果，表明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测度模型“ＶＳＲ”指标系统较为完善，具有有效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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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黄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驱动因子 ＯＬＳ 回归结果和影响程度排序

Ｔａｂｌｅ ５　 ＯＬＳ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ｄｒｉｖｅｒｓ

驱动因子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均值 Ｍｅａｎ 位序 Ｒａｎｋ

涝灾风险 Ｆｌｏｏｄ ｒｉｓｋ ０．３７２ ０．２４４ ０．２８４ ０．３００ １

水源涵养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０．２８７ ０．１４８ ０．２１７ ０．２１７ ２

ＮＰＰ Ｎｅ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０．１７５ ０．２１９ ０．１９１ ０．１９５ ３

生境质量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０．２２５ ０．２８９ ０．０６４ ０．１９３ ４

农林产品 Ａｇｒｏ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０．０８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６３ －０．０５３ ５

土壤保持 Ｓｏｉｌ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０．０４５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１ ６

火灾风险 Ｆｉｒｅ ｒｉｓｋ －０．００１ ０．０５５ ０．０９６ ０．０５０ ７

碳储存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０．０６７ －０．１３５ ０．０６１ －０．０４７ ８

旅游收入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ｃｏｍｅ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５ ０．０５３ ０．０３１ ９

　 　 ＯＬＳ：普通最小二乘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

图 ４　 各驱动因子重要性和贡献度

Ｆｉｇ．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ＮＰＰ： 净初级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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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分析模型有效性，本文采用排序法去除随机森林回归模型和增强回归树模型关于驱动因子影响

程度评判准测的差异，得到下图 ５。 结果显示，涝灾风险（抗干扰力）、水源涵养（服务能力）、ＮＰＰ（生态活力）
位于第一梯队，与 ＯＬＳ 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对黄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性排名稳定在前列。 此外，
对比相同年份各项驱动因子的排序，在研究期内呈现出位序相近度高、差异性小的特征。 因此，整体上看，
“ＶＳＲ”模型在测度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中具有有效性和稳定性。

黄山国家公园是典型的山岳型国家公园，同时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内，地形复杂，容易产生洪涝灾害，
并对区域生态系统产生负面影响；其次，黄山国家公园雨量充沛，涵养着长江和新安江两大水系；最后，黄山国

家公园也是华东地区重要的动植物保护区，植被类型丰富多样，植物群落结构完整，功能多样，且具有独特的

垂直分布特征。 本文构建的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测度模型“ＶＳＲ”模型在黄山国家公园的实证分析体现了

模型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图 ５　 黄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驱动因子重要性排序（随机森林回归和增强回归树）

Ｆｉｇ．５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ｉｎ 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ｒａｎｄｏｍ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ｏｏｓｔ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ｒｅｅｓ）

ＲＦ： 随机森林回归模型； ＢＲＴ： 增强回归树模型

４　 讨论和结论

４．１　 讨论

本文为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的科学测度提供了理论参考，创新了测度评估体系，构建了一套适合国家

公园生态系统健康的测度范式，为国家公园生态系统长时间、动态化、多尺度、多目标的系统监测提供了路径

和范式。 尤其是在刻画生态系统健康抗干扰力中，弥补以往研究多采用土地利用类型赋值方式的依赖，将代

表生态系统特殊性的特征考虑到模型中，用于量化抗干扰力。 同时，将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纳入到生态系统健

康评估中，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服务类型，例如在农林产品中选择黄山国家公园的茶叶产量等典型产品，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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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模型的针对性，为后续其他类型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评估提供参考和示范价值。 总体上看，本文建立的

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测度模型“ＶＳＲ”指标模型，从内部生态活力、外部服务能力和内外结合的抗干扰力方

面，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的特殊性、典型性、差异性等进行综合考虑。 与此同时，“ＶＳＲ”模型在指标遴选

中兼具针对性和适用性。 其次，本文将“ＶＳＲ”模型应用到黄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测度中，考虑了模型的

适用性。 通过相关数据获取、处理、计算、空间差异分析等步骤，刻画了黄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的时空分

布、演化格局和年际变化特征，为黄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格局和过程提供了一套

有效的可视化、差异化的测度方案。 最后，本文结合随机森林回归模型和增强回归树模型验证了国家公园生

态系统健康测度模型“ＶＳＲ”模型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结合随机森林回归模型和增强回归树模型呈现的各项

指标影响程度，涝灾风险（抗干扰力）、水源涵养（服务能力）、ＮＰＰ（生态活力）对黄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

驱动能力较强。
本文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质量的长期动态化监测与评估以及国家公园的生态管理、功能分区、空间

管制等具有现实意义。 国家公园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实践，国家公园被赋予“生态保护第一”的独特

属性。 本研究系统地提出了一套适合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监测的指标模型，这对国家公园的管理具有重要

现实意义。 在中国，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第一性”与本地区经济发展、人类活动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
生态敏感区域生活着大量本地居民，在国家公园内部如何平衡本地居民生计和生态系统保护对国家公园的建

设至关重要。 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快速有效、长时间、跨区域的测量为居民生计、科学教育、设施建设、游憩

活动、特许经营等多种活动提供基础参考。 本地居民从事的打猎、农耕、放牧物质材料消耗等均会对国家公园

生态系统健康产生重要影响。 其次，基础设施建设也会带来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影响，如铁路、公路、管道

等，会产生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线状”影响，其周围的生态环境需要得到重视。 再者，国家公园需要满足

“全民公益性”的特征，不可避免地需要建设提供游憩服务、满足访客基本需求的配套设施，这些区域是人类

活动密集的场所，平衡其与生态系统保护的关系尤为重要。 在这些背景下，本文提供了一种量化的、综合的、
动态的测度模型，为国家公园的分区调控、空间管制提供科学有力支撑。

本文构建的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测度模型“ＶＳＲ”模型为管理者理解国家公园生态系统保护的复杂内

涵提供参考价值。 本文证明了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存在的复杂性和动态变化性，为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

程度的有效识别提供了可行方案。 基于随机森林回归模型和增强回归树模型的指标影响分析，不仅验证了

“ＶＳＲ”模型的有效性，同时也为国家公园各项生态、自然、人类要素的管理提供参考。 具体来讲，国家公园生

态环境如土壤、植被、森林、水体等是基础的物质禀赋，是国家公园保持生态系统健康的基底，加强对水、土、气
的监测是非常重要的。 在接下来的管理和建设中，建立一套系统化、动态化、可视化的生态环境监测系统势在

必行。 其次，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尤其是调节服务，受到人类活动影响较为直接。 同时，以黄山国家公园为代

表的实证分析表明，涝灾风险（抗干扰力）、水源涵养（服务能力）、ＮＰＰ（生态活力）等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

康呈现重要价值，这也是山岳型国家公园———黄山国家公园的主要自然特性。 即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测度

模型“ＶＳＲ”模型的针对性也为公园管理者、科研人员、访客、社区居民等不同群体的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认知提

供参考，在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维护中，在管理政策制定中，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在参观体验游览中，在生产生活

生态协调中进一步强化主体保护意识。
４．２　 结论

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特殊性以及生态系统健康研究的理论和内涵等，透析国家公园生

态系统健康在生态保护研究中的核心地位，梳理现有关于生态系统健康研究的现状和不足，尤其是典型的国

家公园生态系统类型的生态系统健康研究，构建了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的测度体系———“ＶＳＲ”模型。 结合

生态系统健康内部生物属性、外部服务属性和内外融合抗干扰属性，从三个方面耦合了生物生态学和生态经

济学的研究视阈，建立了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交互的对话。 据此，搭建起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定量评估系

统。 此外，本文选择了典型的、受人类影响强烈的国家公园———黄山国家公园作为实证案例，进一步检验模型

７５７５　 １３ 期 　 　 　 马小宾　 等：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测度模型构建及黄山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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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从量化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测度模型“ＶＳＲ”模型有效实现了对黄

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的评估以及区域差异的表征。
同时，黄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的评估结果显示出生态系统健康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和空间依赖特

征，不同区域表现出特殊性和异质性。 生态系统健康的时序变化、区域空间分布以及年际变化均证实了黄山

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水平存在螺旋上升、空间锁定现象，这有助于更加科学理解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特殊

性以及生态系统健康的复杂性。
最后，随机森林回归模型和增强回归树模型的应用揭示了“ＶＳＲ”测度模型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在国家公

园中，复杂的人地关系会影响生态系统健康的变化，这种作用方式不一定是线性的，更多是线性和非线性耦合

发生的，针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强化对其生态活力、服务能力和抗干扰力的综合认知以及对不同类型国

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的差异化认知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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